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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地方不拥有税收立法权情形下，地方财政便会依赖公产财政、公债财政和收费财政等非正式财源。而依

靠非正式财源获取财政收入，不仅筹措财源的能力和规范性都会极大降低，且有悖于税收国家的法律理念。鉴此，

可以赋予地方具有法定外税收立法权，进而获取稳定规范的地方财源。从法释义学的角度来看，我国现有法律并

未明确禁止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但仍需要法律明确规定实现中央的授权并突破现有政策性文件的禁锢，从而保

障和规范地方税收立法权。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不仅应在《立法法》的一般性授权下运行，而且需要以《地方税通

则》作为准则性依据。同时，法定外地方税的立法需要遵循地方税条例主义，并以地方性法规明确法定外地方税的

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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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地方土地财政与债务财政频频出现失范现象，同时巨大且不稳定的土地财政与高风险的债务

财政无疑也会危及地方财政的稳健运行。地方税权作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核心内容，而地方税立

法权又是地方税权的关键问题，其自然也成为现代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学界研究都认为应赋予

地方一定的税权，充实地方财力。但对于赋予何种税权，是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还是通过地方税收收

益权解决地方财力问题，抑或加强地方税收征管权等，莫衷一是。围绕地方税立法权的分配和归属大体

存在三种税权划分模式。一是地方税种立法权完全划归地方的完全分权模式; 二是地方税种立法权完

全划归中央的完全集权模式; 三是介于二者之间，即将立法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分享的有限分权模

式。①从我国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很少主张完全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更多的认为税收立法权只能由

中央行使②和可以适度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同时，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央统一立法的地方税，而对

中央立法之外的具有税收性质的费和基金却鲜有涉及。本文认为当前地方税收立法权更需要精细化的

探讨，应对地方税立法作类型化区分，具体划分为法定地方税立法和法定外地方税立法，而且根据不同

的地方实际情况，可以赋予不同的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据此我们对现有法律予以解释并证成地方行使

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的合法性，并论证地方如何合法享有以及行使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以法定外地方

税立法权的行使解决当前地方税税外课征与法外运行的现实问题。③

一、法定外地方税的税外课征与法外运行

地方税收立法权作为地方税权的核心内容，对此概念的界定和范围的确定自然是权力配置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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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关于税收立法权往往被认为是指税种的开征权与停征权、税目的确定权和税率的调整权、税收优惠

的确定权等权能。① 如此界定税收立法权，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外延将会被大大拓宽，因为我国现有的大

部分税种都在某种程度上将税率调整和税收优惠权授予地方。我们认为税收立法权应该主要指税种的

创设权，至于税率的调整权和税收优惠的确定权只是税种创设权的下位权和构成部分，难以称为独立性

的税收立法权。就地方税而言，其主要指税收收入归属于地方的税种，但确定地方税立法权还需要进一

步类型化区分地方税。根据创设权归属的不同，可将地方税划分为法定地方税和法定外地方税，法定地

方税是由中央立法机关统一立法课征的地方税，而法定外地方税是由地方立法机关自行立法课征创设

的地方税。② 法定外地方税方是真正意义上的地方税，表现为地方享有税收立法、收益和征管的完整性

权力。概言之，地方税立法权是指地方对法定外地方税的创设权。
从我国地方税实践来看，目前主要仅存在法定地方税，即由中央统一立法的地方税种，而地方仅享

有收益权。换言之，现有的地方税立法权仅仅针对在中央统一立法的前提下，赋予地方某种程度的裁量

和征收减免的权限，而税收客体的确定和税收收入的分享都由中央决定。这种格局并非完全源于法律

规定，更多的是基于中央政策性文件的考量，如《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规定:

“中央税、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要集中在中央，以保证中央政令统一，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企

业平等竞争”，其能成为主导地方税立法的有效依据，不仅在于契合我国的政体结构，利于维护中央集

权，也在于能对地方税立法提供明确的指引。具体而言，当前的法定地方税主要包括房产税、城镇土地

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契税和烟叶税 7 个税种，即由中央统一立法，并通过法条的具

体授权授予地方非基本制度以外的特定税收立法权。法定地方税的地方特定立法权主要来源于各个单

行税法的法条具体授权，而且单行税法的依据主要源于我国《立法法》第 8 条对税收非基本制度之外立

法的一般授权，自然存在其合法性。但是在现有法定地方税中，也存在法定外地方税的税种，诸如烟叶

税作为地方的特产税，虽然以法定地方税的形式存在，但却具有法定外地方税的特点，这与目前我国尚

未承认法定外地方税不无关系。换言之，法定外地方税立法的缺位，导致了现实中地方税收立法权完全

集中于中央的集权状态。

表 1 法定地方税的立法概况

法定地方
税种

法定地方税收
立法内容

法定地方税收立
法权的享有途径

法定地方税的
规范性依据

法定地方税收立法
事项的行使主体

法定
地方税

房产税
减除比 例 决 定 权; 一 定 范 围 的 减 免
权; 纳税期限的决定权

城镇土地
使用税

计税依据的测量; 税额确定权; 一定
范围的减免权; 缴纳期限决定权

耕地占用税 适用税额的调整权

土地增值税
在 5%或 10% 以内决定房地产开发费
用比例; 征税范围及征收办法的决定权

车船税
适用税额、纳税人经营娱乐业适用的
税率的调整权、定期减征或免征的对
象的决定权

契税 适用税率的调整权

烟叶税 具体纳税期限的决定权

《立 法 法》的
一 般 授 权 +
单 行 法 的 法
条具体授权

《房产税暂行条例》 省级人民政府

《城镇土地使用税暂
行条例》

省级人民政府

《耕地占用税暂行条
例》

省级人民政府

《土地增值税暂行条
例》

省级人民政府

《车船税法》 省级人民政府

《契税暂行条例》 省级人民政府

《烟叶税暂行条例》 主管税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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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姜孟亚、史际春:《我国地方税权的确立及其运行机制研究》，载《法学家》2010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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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陈清秀:《现代税法原理与国际税法》，台湾地区元照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78 － 679 页。



与法定地方税相比，我国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不仅没有实定法的明确授权，而且还存在中央的政策

性禁止，由此导致我国地方并无形式上的法定外地方税立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就不存在实质上的法

定外地方税，尤其在缺乏财源的情况下，地方便以公产、公债以及收费与设立基金的等非税形式获取收

入，而这些非税形式中有相当部分是实质意义上的税收。
从缺乏地方税收立法权的现实下，各地也在极力扩张自己的非税收立法权。一方面，地方存在为数

诸多的收费和基金。我国非税收入总额主要在地方非税收入中，2008 － 2015 年地方非税收入占全国非

税收入平均高达 78． 2%。① 在地方财政收入内部，2015 年地方非税收入高达 24． 5%，并且从 2008 年到

2015 年逐年增加( 见表 2) 。作为对比，美国政府收入中税收占 93． 8% ，非税收入仅为 6． 1 %，就是说美

国公民除了税之外很少有非税负担，而税负就是实际的负担。欧洲国家税收收入普遍在 80% 以上，非

税收入则是 10%多一些。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巴西，税收收入占比为 79%，而非税收入为 16% ; 智利的

税收收入为 80%，非税收入为 19%。② 由此观之，我国地方的非税收入比例严重偏高。另一方面，法定

外地方税立法权的缺失也进一步导致了地方债务规模激增和地方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等非正常现象，例

如 2015 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发行额高达 28606． 90 亿元，2015 年末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数高达

99272． 40 亿元，2015 年地方土地财政收入高达 30783． 80 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比达 37． 1%。③

表 2 地方财政非税收入概况④ ( 单位: 亿元)

地方财政总收入
地方财政

非税收入⑤
全国财政

非税总收入

地方非税收入

占地方财政总收入比

地方非税收入占

全国非税总收入比

2008 28649． 79 5394． 68 7106． 56 18． 8% 75． 9%

2009 32602． 59 6445． 15 8996． 71 19． 8% 71． 6%

2010 40613． 04 7911． 55 9890． 72 19． 5% 80． 0%

2011 52547． 11 11440． 37 14136． 04 21． 8% 80． 9%

2012 61078． 29 13759． 21 16639． 24 22． 5% 82． 7%

2013 69011． 16 15120． 28 18678． 94 21． 9% 80． 9%

2104 75876． 58 16736． 67 21194． 72 22． 1% 79． 0%

2015 83002． 04 20340． 11 27347． 03 24． 5% 74． 4%

法定外地方税以非税收的方式运行，不仅导致法定外地方税征收的法外运行，而且降低了对其应有

的规范和约束。一方面，法定外地方税税外课征的不规范性主要体现为收费和基金的依据多为地方政

府性规章，甚至政策性文件。另一方面，地方设立的收费和基金具体要素的确定也多是由地方政府自行

决定和调整。以浙江省为例，当前浙江省设立政府性基金共 14 项和行政事业性收费 81 项，⑥但其中多

种基金和收费具有地方税的性质，例如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的课征对象主要是本省区域内不特定的

电量使用者，其支出范围也是本省区域内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基础设施、社会事业设施、环境保护和生

态建设等项目的公共支出，而课征对象的不特定性和支出的公共性与税收特质如出一辙。从浙江省集

镇配套设施建设费、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和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等具有税收性质

的收入形式的征收依据来看，除了集镇配套设施建设费主要依据是地方性法规，其他关于收费和设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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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数字根据中国 2014 财政年鉴、2014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和 2015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测算所得。
参见王志刚，龚六堂:《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非税收入: 基于省级财政数据》，载《世界经济文汇》2009 年第 5 期。
参见 2015 年全国财政决算。
参见中国 2014 财政年鉴。
地方财政非税收入主要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和其他收入。
参见浙江省人民政府网站，http: / / zfxxgk． zj． gov． cn /xxgk / jcms_files / jcms1 /web1 /site / zfxxgk /colsearch． jsp? cid = 28＆jdid = 1，浙江省政

府性基金目录清单、浙江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最后访问于 2016 年 8 月 8 日。



件的具体要件都是依据政府部门的规范性文件，而且以地方性法规为依据的集镇配套设施建设费也只

是进行概括授权。如此看来，这些地方收入形式获取游离于税法体系之外，不仅规避了税法规范的规

制，还破坏了法制的统一。①

表 3 浙江省具有法定外地方税性质的非税概况

法定外地方税性

质的非税类型
立法内容 享有途径 规范性依据 立法事项的行使主体

集镇配套

设施建设费
创设权②

省人 大 单 行 立 法 概

括授 权 + 地 方 部 门

规范性文件

《浙江省村 镇 规 划 建 设 管 理 条 例》、
《关于集镇配套设施建设费有关问题

的通知》浙财综〔2000〕31 号

省人 大 + 省 级 人 民 政

府 + 财政部门

小型水库移民

扶助基金
决定权

地方 部 门 规 范 性 文

件

《浙江省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征收

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浙财综〔2010〕
145 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

水库移民安置办公室

地方水利

建设基金

具体

决定权

部门 规 章 授 权 + 地

方部门规范性文件

《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 用 管 理 办

法》( 财综〔2011〕2 号) 、《浙江省地方

水利建设基金征收和减免管理办法》
( 浙财综〔2012〕130 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

地方税务局

渔业资源

增殖保护费

具体

决定权

单行 法 一 般 授 权 +
部门规章具体授权

《渔业法》第 28 条、《渔业资源增殖保

护费征收使用办法》

省级人民政府、省级人

民政 府 渔 业 行 政 主 管

部门 或 者 海 区 渔 政 监

督管理机构

从浙江省的收费和基金设立可以看出，法定外地方税的授权缺失和政策禁止致使地方寻求以非税

收的方式表达法定外地方税，即地方财政转向土地财政、公债财政和收费财政等非正式的多元财政结

构，而且这种非正式的多元财政与税收财政相比，规范性大大降低。因此，应当还原那些具有法定外地

方税性质的收费和基金以法定外地方税的真正面目，以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的肯认作为地方财政自主

的突破，并以此为地方筹措自主财源。更为重要的是，具有税收性质的税费和基金向法定外地方税的回

归，益于将法定外地方税纳入法律和税收的通道，增强其规范性和有效性。

二、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的合法性解释

我国现有与地方税立法权有关的宪法性法律主要集中于《宪法》和《立法法》，其虽没有明确授权地

方行使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但从法释义学的角度来看，也并未禁止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
( 一) 单一制不否认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

我国单一制政体结构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宪法》第 3 条的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

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即强调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前

提下的地方自主性。但是“中央统一领导”的规定并不排斥地方政权在权力结构体系内的主体地位，③

而且地方主动性的内容当然包括地方立法权功能的发挥。具体就法定外地方税的内容而言，其主要针

对在全国普遍征收的地方税以外的地方辖区内特有税种，这也属于发挥地方主动性和积极性的范围。
从地方税立法权的历史演绎来看，我国并非完全实行一贯的税收立法集权体制，在特定的时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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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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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志强、李娜:《税收授权立法问题探析》，载《法学杂志》2013 年第 11 期。
《浙江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 39 条规定，对在建制镇新建房屋的，可按规定收取城市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对在集镇新建房屋

的，可以按规定收取一定费用用于集镇配套设施建设。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参见张颖:《单一制理论反思———以地方政权特殊化发展为视角》，载《岭南学刊》2012 年第 6 期。



方也存在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例如，1950 年《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凡有关地方性税收的立法，

属于县范围的，得由县人民政府拟议报请省人民政府核转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批准，并报中

央备案。”省( 市) 范围的地方性税收立法才需要“拟议报请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核转中央

批准。”换言之，县级政府享有不受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税收立法权。单一制的政治体制并非是税收立

法集权的理由，这些证据都足以证明税收立法集权并不是现代中国单一制体制下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
虽然只有中央政府才享有主权，但它可以通过直接授权或者再授权的方式，将立法权下放给省级以下政

府。① 同时，法定外地方税的地方立法完全可以遵循在中央统一领导的原则，即中央可以通过准则性的

标准立法对地方的法定外地方税立法加以控制和约束。
另外，分权的联邦制与集权的联邦制都可能存在，集权的单一制与分权的单一制也都可能存在，例

如实行单一制的挪威、瑞典等国家的地方就具有独立的税收立法权。也就是说，有集权的单一制，也有

分权的单一制; 有分权的联邦制，也有集权的联邦制。② 因此，单一制的政体结构并不影响地方的法定

外地方税立法权之存在，只是不同的政体结构，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的来源路径不同而已。
( 二) 税收法定不禁止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

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的另一规范即是《宪法》第 56 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

税的义务”，这也构成了税收法定的宪法性依据，即为课税权只能依据“法律”。但是这里的法律到底应

该指何种层次的法律，解释此处的法律应该根据税收法定的实质，“税收法定的根本要义和实质精神，

是强调政府课税应该经纳税人同意，同意的途径是人民参与或者是人民通过他的代表制定的法律，目的

是为了体现人民的意志，限制政府的征税权，并且借由税收法定的安定性来维护人民的财产权”。③ 由

此可知，税收法定的实为税收“民”定，即法律是人民同意课税的形式，具体表现为立法机关通过的法

律，而地方性法规也是地方人民同意课征法定外地方税的形式。换言之，立法机关的法律不仅包括中央

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也包括地方立法机关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在课税方面，地方立法机关通过的法规

和中央机关通过的法律并无本质差异，同属于人民同意课税的形式，只是存在同意内容和范围的区别。
同理，我国《税收征管法》第 3 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

规定执行; 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本条的法律也应该遵循

《宪法》第 56 条的解释路径，即其所指的法律既包括中央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也包括地方立法机关

所制定的法律，即地方性法规。
从我国《宪法》的历史发展来看，1954 年《宪法》第 102 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

纳税的义务”，现行 1982 年《宪法》第 56 条同样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但是根据 1950 年《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和 1958 年《关于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④省、自治区、直辖

市具有制定税收办法和开征地区性税收的权利。1993 年《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

定》规定: “中央税、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要集中在中央”。由此观之，我国地方税收立法权的

配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的宪法性条款并非保持一致，换言之，税收法定

的宪法性规范并非强制地方税收立法权完全集权于中央。
因此，《宪法》第 56 条的真正内涵可以理解为是税收立法的“代议机关”保留，而并非税收立法的

“中央代议机关”的保留。
( 三) 中央固有立法事项不阻碍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

《立法法》对税收创设权限的划分亦有所规范，该法第 8 条规定，“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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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崔威:《税收立法高度集权模式的起源》，载《中外法学》2012 年第 4 期。
参见欧树军:《“看得见的宪政”: 理解中国宪法的财政权力配置视角》，载《中外法学》2012 年第 5 期。
参见朱大旗:《论税收法定原则的精神实质及其落实》，载《国际税收》2014 年第 5 期。
1958 年 6 月 5 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97 次会议批准、同月 6 日国务院公布试行的《关于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根据当时我国生

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时政管理体制和工业、商业管理体制已经有了改进的现实情况，决定对国家的税收管理体

制也作相应的改进。改进的原则是: 凡是可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管理的税收，应当交给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 若干仍然由中

央管理的税收，在一定的范围内，给省、自治区、直辖市以机动调整的权限; 并且允许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税收办法，开征地区性的税

收。引自朱大旗:《“分税制”财政体制下中国地方税权问题的研究》，载《安大法律评论》2007 年第 2 辑。



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从这条的兜底条款“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来看，其完整含义是本条列举的事项以及尚未列举的其他事项都应由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所以此处的法律仅包括中央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当属无疑。那

么，《立法法》是否完全剥夺了地方立法主体在这些事项上的立法权。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人大及

其常委会也绝不可能被授权根据地方需要，对上述事项先行制定地方性法规。实质上并非如此，这条规

定的“税种”是指中央立法创设的税种，还是地方立法创设的税种，并未明确。从《立法法》的体系来看，

第 8 条规定税种的创设必须制定法律，在第 9 条当即规定了“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

制定行政法规”，可以推出这两条规定主要是关于税收立法权的横向配置，并不涉及税收立法权的纵向

配置。因此，《立法法》第 8 条涉及的“税种”也应属于横向的中央立法税种，并不针对地方立法税种。
另外，《立法法》第 73 条规定，“除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

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

法规。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生效后，地方性法规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无效，制

定机关应当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既然《立法法》第 8 条的对象主要指向中央税种，那么，本条除外

事项也仅指中央税种和法定地方税的立法，对于法定外地方税的立法，地方同样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宪法》第 100 条规定，“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

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我国《地方组织法》第 7
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
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

案。即是赋予省级人大地方权，即为对地方具有一定自治权的肯认。

三、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的合法性享有

( 一) 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的权源: 概括性的中央授权

地方自治权来源一般存在固有权说、承认说、制度保障说和人民主权说等几种理论，①固有权说认

为地方自治权并非国家的赋予，而是地方自治团体基于自然法当然享有的权利，在性质上是一种前宪

法、前国家的存在，宪法或法律对地方自治权的保障具有确认意义，但无创设效果。承认说认为地方自

治团体的人格、权能，皆由国家赋予，而非其固有之权利。制度保障说强调地方自治系宪法特别保护的

制度，不得循一般立法程序加以废止或侵害其本质内容。人民主权说主张为了保障人权，实现人民的主

体性，地方自治乃不可或缺的制度。凡属人权保障上所必需的事项，不论有无法律根据，或法律如何规

定，原则上地方自治团体皆得自行处理。我国的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更应该是制度保障下的地方性权

力，其权力来源为《宪法》第 56 条，具体表现为在保障地方人民对辖区内税源课税的同意权前提下赋予

的地方课税权力。
单一制的政体结构意味着国家主权直接源于人民的授权，国家主权自治体现的是整个国家人民的

自治，二者之间没有中介，国家主权再通过法律( 甚至是宪法) 授予地方权力( 包括地方自治权力) ，地方

自治权力来源于主权国家的授权，在这里，人民整体直接授权形成国家主权，国家主权通过法治化的方

式授予地方权力，权力流向遵循着人民→国家→地方的逻辑而进行，先有中央后有地方是单一制国家的

发生学上的逻辑。② 基于单一制政体结构和地方自治平衡的考量，我国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应该在制

度保障学说的理论下进行构建，即由中央依据《宪法》的保障进行授权，这种《宪法》的保障主要体现为

“税收法定”的引申。
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的授权应是一般授权，这种一般授权相当于概括授权，即将法定外地方税的完

整性权利全部授予地方，使地方享有创设、决定和调整法定外地方税的全部权利内容，不同于法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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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许宗力等:《地方自治之研究》，台湾地区业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 －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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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的法条具体授权。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的一般授权使地方获得对具有性特点的税源开征新税种的权

力，诸如对本辖区内特有的大宗产物课征特产税、对本区域具有税收特征的收费或基金改成地方税种的

权力。① 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的明确授权不仅是对我国单一制政体原则的恪守，也为突破对地方税立

法权明确禁止的现有政策性文件提供了依据，进而为地方的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提供明确的指引。
我国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一般授权的具体载体可以由《立法法》实现，而且目前《立法法》已经授权

“设区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这为地方税收立法提供了可能。但遗憾的是，

2015 年《立法法》修改后，就税收立法而言，国务院于何种情形可以被授权，《立法法》作了明确的标准

和程序限定，而对地方的授权立法却只字未提。② 只是延续旧《立法法》的规定，限定地方立法内容为

“国家主权的事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以外的事项，③尤其是“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

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事项中税种之范围的模糊，容易引起此税种包含法定外地方税的

误解。鉴此，《立法法》需要对法定外地方税收立法进行明确的一般授权，以对税收立法完全属于中央

立法范围的误解进行释疑。
( 二) 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的依据: 准则性的标准立法

概括性的中央授权构成了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的权源，那么，何以成为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的依

据，法定外地方税的准则性立法不失为规范和控制法定外地方税立法的可选路径。
法定外地方税的准则性立法具有表示各地方进行法定外地方税的立法( 法定外地方税法律依据)

时统一标准的性质。虽然法定外地方税的准则性立法具有标准法的性质，但它不是单纯的标准法，而是

带有框架法性质的标准法。也就是说，即便是享有固有课税权的地方也要在作为国家的法律的“地方

税法”的约束性规定的范围内制定条例。④ 如此而言，法定外地方税的立法也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进

行，并且不会与现有法律有所冲突。
法定外地方税的准则性立法一般表现为地方税通则的形式，并以此明确法定外地方税的界限和范

围。一方面，地方税通则需要厘定法定地方税与法定外地方税的边界，从我国目前央地财政现实来看，

更重要的是将部分法定地方税转化为法定税，例如烟叶税。另一方面，地方税通则应该明确法定外地方

税的范围，同时与地方收费有所区分，即除了主体间存在具体对价的给付外，现有的地方基金或者具有

税收性质的收费都存在转为法定外地方税的可能。
虽然法定地方税收益权最终归属地方，但鉴于其具有全国统一性和普遍性，也不适合由地方立法，

而由中央统一立法。这也构成了地方税收立法的禁区，具体可以通过地方税通则列举法定外地方税立

法权的除外( 禁止) 事项，例如规定下列事项由中央课税: ⑤( 1) 适合作为经济稳定政策工具的税收; ( 2)

具有量能及重分配作用的累进税; ( 3) 税基在各行政区区间高度分布不均现象或高度流通的税收; ( 4)

容易形成税收输出的税目。就具体税种而言，我国当前的法定地方税主要包括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

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和契税等税种。
就地方税通则的具体内容而言，我国台湾地区“地方税通则”将法定外地方税分为特别税课、临时

税课和附加税课。其中，特别税课是指为适应地方自治之需要，经议会立法课征的税收。临时税课是各

级政府为适应特别需要，经各级议会立法，举办临时性质的课税，临时税课应指明课征该税课的目的，并

应对所开征的临时税课指定用途，并开立专款专户。附加税课是指在现有国税或者法定地方税基础上

附加一定的税率课税，这种法定外地方税种的上位分类，也是值得借鉴的。地方税通则作为地方进行法

定外地方税立法的准则性依据，其规范的内容应该是基于地方治理事项而予以课征的税收，主要包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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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内容: ①( 1) 地方政府辖区内的有住所、居所和房屋的人; ( 2) 地方政府辖区内有营业场所的人; ( 3) 由

地方政府辖区内的土地、房屋或财产以及该财产所产生的收入，或在该地方政府辖区内所从事的行为。
从我国地方现实来看，目前更为迫切的是将部分收费和基金转为法定外地方税，尤其是针对不特定对象

课征并向地方公共支出的非税项目，而对一些具有专款专用性质的政府性基金也可以转为地方特别税，

进而使地方进入税收财政，并受严苛的税法规则规范。
以地方税通则作为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的依据，首先是对“中央统一领导原则”的遵守，可以进一

步补足其合宪性。同时，对法定外地方税作统一立法标准，可以控制地方的法定外税收立法权，使地方

在既有法律控制下行使税收立法权的行为。另外，地方税通则仅仅是对地方税收立法的框架性规范和

约束，同样可以实现地方税收立法的自主权。鉴此，地方的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可以在概括性的中央授

权以及地方税通则的准则性立法下合法享有。

四、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的合法性行使

《立法法》的一般性授权和地方税通则准则性指引保障了中央对地方进行法定外地方税立法的合

法性控制，但法定外地方税立法的合法性行使最终尚需依赖地方的正当性行使，而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正

当行使的核心在于恪守地方“法律”保留原则。一般而言，法律保留指的是特定事务或领域内事项之处

理，保留由立法者制定法律为之，而其所欲排除或限制的权力竞争者，乃立法权以外的所有国家权力，主

要是行政权。② 由此观之，法定外地方税的决定权和具体要素的确定权需要由地方立法机关保留。
“无代表不纳税”，就地方而言，法定外地方税收法定或“代表”的形式表现为地方条例主义，即法定

外地方税立法必须制定地方性法规( 条例) 。一方面，地方性法规也是代表人民的立法机关同意课税的

形式，本质上表征了其经过人民的同意。另一方面，只有通过立法机关的审批，地方才有法定外地方税

的课税权。
地方税收法定的形式即以地方性法规作为法定外课税的依据，法定外地方税条例的形式既可以是

特定的法定外地方税法，还可以是其他单行地方性法规。《宪法》第 56 条的“人民有依法律纳税之义

务”，指有关纳税义务应以法律定之，并未限制其应规定于何种法律。法律基于特定目的，而以内容具

体、范围明确之方式，就征收税捐所为之授权规定，并非宪法所不许。③ 但不论该条例是以何种形式规

定征税的事项，都必须要以地方税法的规定为准则。反之，法定外地方税的规定只有通过条例才能对地

方人民起到法律上的作用。④

税收法定的第一层面为税收要素法定，即要求纳税人、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税收优惠等税收基本要

素应当由法律规定，第二个层面为税收要素确定，即要求税法的规定必须尽量明确，避免出现漏洞和歧

义。⑤ 同样，地方税收条例主义不仅要求以地方性法规作为人民同意课征法定外地方税的形式，还需要

法定外地方税的构成要件必须以地方性法规明确规定。法定外地方税构成要件的不明确也是当前实践

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例如上述浙江省的集镇配套设施建设费虽然已经以条例的形式做出规定，但对其具

体构成要件却尚未明确，而是授权地方行政机关规定。
“从更高层次上看，立法主导是财政法定的初步阶段，只是形式上的‘财政法定’，即主要关注法律

在程序上的形式理性。在此基础上，还应当重视法律的正当性，走向实质上的‘财政法定’，人大不光要

立法，还应立‘良法’。”⑥法定外地方税在形式上由代表人民的地方立法机关创设，其实质在于保障地方

纳税人的权利，那么，人民通过立法机关行使法定外地方税创设权的能力同样至关重要。另外，当前我

国地方立法机关存在虚置以及具体实质的税收立法仍然旁落行政机关等现象，无不影响法定外地方税

501

毕金平: 论我国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的证成与实践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陈清秀:《现代税法原理与国际税法》，台湾地区元照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78 － 679 页。
参见蔡宗珍:《法律保留思想及其发展的制度关联要素探微》，载《台大法学论丛》2010 年第 3 期。
参见台湾地区大法官解释释字第 346 号。
参见［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陈刚等译，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2 页。
参见刘剑文:《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现实路径》，载《政法论坛》2015 年第 3 期。
参见刘剑文:《论财政法定原则—一种权力法治化的现代探索》，载《现代法学》2014 年第 4 期。



收的立法。因此，应强化地方人大进行法定外地方税立法的能力，进而实现实质意义上的税收“民”定，

以保护地方纳税人的权利。
地方税收条例主义原则的遵守并不完全否定地方税收授权立法的存在，也就是说，地方税收体例主

义也是相对税收法定。我们必须认识到，税收立法有其发展的客观规律，尤其是在经济结构和税制结构

转型升级且代议制度并未成熟的时期，一律排斥授权立法，并不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最佳选择。① 因

此，我们应明确法定外地方税的税收主体、税收客体、税基与税率等核心要素由地方性法规规定，而对于

税收优惠权等非核心要素可以授权地方政府予以调整。但是法定外地方税授权立法必须严格遵循法定

的程序规则，贯彻“要求税收立法授权的范围、目的必须明确、具体，严格禁止在税收立法领域进行一般

性、空白性委任税收立法”。②

结语

地方税立法权仅指地方对法定外地方税的创设权，当然包括税率调整权和税收优惠决定权等税收

创设权的下位权力，这也构成了实质意义上的地方税立法权。从我国现有的法律解释来看，目前法律并

未明文禁止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也不构成法定外地方税创设权的法律障碍。基于“单一制”的政体结

构和当前地方税收立法政策性禁锢的现实需要，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仍需概括性的中央授权，由《立法

法》实现，并且以地方税通则的准则性立法作为标准依据。至于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的合法行使，应不

无例外的恪守地方税条例主义，表现为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明确法定外地方税的构成要素，即以法定外

地方税条例作为地方向辖区内人民课税的依据，如此方能做到法定外地方税的合法性享有和行使。法

定外地方税的确定和立法授权不仅可以使地方存在的诸多收费和基金转为税内课征，而且使法定外地

方税从法外运行到法内行使，进而规范地方的法定外税收立法。同时，地方税收立法也使地方在税收法

定的约束下寻求具有特色的地方财源，课征独立的地方税，不仅为地方财政自主权的突破提供契机，也

为地方独立承担财政责任提供了前提。当然，法定外地方税主要解决地方税收立法权问题，倘若以此完

全化解地方财源问题，恐怕难以奏效，对于地方财力薄弱问题，在税收立法中央集权的国家应主要依赖

于中央与地方税收收益权的分享以及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予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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